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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吴主传》中的陈、裴记载为中心，探讨两者记载的异同中对孙权

历史形象的刻画。本文第一章为绪论，简介论文的研究动机、前人研究成果和

论文构思，自从史学脱离了经学的附属地位后，展开了与经注不同的注释方式。

其次“三国”涉及的议题极为广泛、有历史、文学、思想和等范围，本文以历

史角度论三国的前人研究成果为主。本文在论述孙权之时，以表列出陈、裴记

载的异同，从中再深论如何影响后人及孙权的历史形象。虽然《三国志》源自

于晋朝，但三国时期的研究成果在晋朝以后极为广泛，后人甚至受到《三国演

义》的影响而对三国的历史人物充满着想象。本文为了避开小说的虚构人物，

因此在次章简介《吴主传》在《三国志》到《三国志注》的变化，探讨两者作

书动机及内容、并研究两者对孙权的描述。首先陈寿撰《吴主传》所用之字不

如《武帝传》和《先主传》，其次裴松之注《吴主传》的内容带出更详细的孙

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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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章分析孙权前中期时两大战役，即合肥之战和夷陵之战。从陈和裴的记

载下，探索二者对两场战役记载的异同之处，异为陈和裴记载不同或陈无记载

但裴收入的内容；同为裴在陈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内容。合肥之战约六年期间，

陈、裴分别记载了不同的内容，如刘表军力、曹操退兵濡须和孙权被张辽袭击。

夷陵之战主要分析陈、裴对孙权遣使者出使魏、蜀的记载。 

        次章分析孙权中晚期时发生的两大事情，一航海辽东，二两宫之争。本文

比较陈、裴对前者的记载后，得出孙权与高句丽往来的记录源于裴注，同时本

文认为后人对前者赋予贬义的评价源于裴松之的注。后者引起陈寿与裴松之不

同的评价，陈评价孙权时褒贬皆有，其最为批评的是孙权对二宫之争的处理方

式，但裴并不认同。本文搜集了《吴主传》中所见的裴松之自述或借引他人对

孙权的评价，从中探讨其是完全反对陈寿的评价又或有认同之处。最后笔者认

为“三国”的研究除了人物、史学，尚可涉及文学、思想和等范围。 

 

【关键词】孙权、《三国志》、陈寿、 裴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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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孙权乃三国时其中一位霸主，其生平被收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陈寿对孙权的评价却不如刘备和曹操优待，陈寿评刘备和曹操时，皆为褒义，

但评孙权时却有褒贬的现象。陈寿死后一百三十年左右，东晋宋文帝认为《三

国志》过于简洁，故此命裴松之为其作注，裴注与经典注释有所不同，前者为

注史，后者为注经，钱大昕曾在《三国志辨疑》区分二者，其曰注经以明理为

宗，注史以达事为主（徐蜀，2004：13）。钱氏所提的“达事”指对历史记载

进行补充以便更接近历史真相。裴的补阙建立于陈的记载之上，以直接、遗漏、

备异的三种方式补充三国史料，其次经过自己的酝酿对史事有所看法。后人赞

扬孙权称帝前的作为，称帝后却被后人冠上“昏庸”一词，这些皆受到陈、裴

记载的影响。本文将以陈书称陈寿《三国志》，以裴注称裴松之《三国志注》。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注释学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如经学中的《周礼》有郑

玄作注，《孟子》有赵岐作注，史学中《史记》有裴骃作注，《汉书》有颜师

古作注，《三国志》则有裴松之作注。汉武帝表彰六经起，兴起“经注”，即



 

2 
 

各家在传授经典之时不同的解释。史学一开始是依附于经学的一部分，注释史

学等同于注释经学，因此要遵守经学的规范，主要是训诂和达理。一直到西晋

的《晋中经新薄》开始将众书分为甲、乙、丙、丁，自此史学的地位脱颖而出。

史学离开了经学的依附后，不再依循注经的规范而展开了新的发展。裴注便是

打破注经学规范的人，除去补阙，再带有个人情感的备异、惩妄、论辩融入史

注中（张端龙，2004：97-100）。 

裴注的《吴主传》为我们补充了大量的历史事件，也点睛了陈寿笔下的孙

权形象。再者裴在补阙的过程中对孙权有所看法，而导致其自述评价又或借引

他人评价孙权，甚至反驳陈寿对孙权的评价。本文探析裴注之时，也能得知裴

是如何引他人之书而达到还原历史过程，并且在陈、裴记载的异同之下探讨孙

权的历史形象。此外笔者对孙权生平事迹颇感兴趣，加上后人对孙权不如曹操

刘备一样赞美有加，而对孙权却是褒贬皆有，这些评价是否是受到陈、裴记载

的影响，也是笔者最为关注的。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三国志集解》由卢弼（1876 年—1967 年）集解并在 1982 年出版，《吴

主传第二》存于此书第柒本，为陈书及裴注加以补充。卢弼以《三国志》中其

他纪传本相互补充历史事件，并且集齐各家说法，引他人看法或书籍记载加以

诠释，如陈书中提孙权建安八年（196 年）讨伐黄祖破舟军，卢弼引《孙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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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黄祖遣船军五千人帮刘动”，再引胡三省曰：“船军，即舟师也”，卢氏

按：“下文有舟兵。舟军、舟兵皆今之水师也”（卢弼，2012：1887）。 

主要研究孙权的有张作耀（1931 年）2007 年出版的《孙权传》，认为孙权

的思想内涵不如曹操，但其用人之术不输与曹操，更称孙权为中国历史上有所

作为的军事战略家之一（张作耀，2007：2）。此书详细的记载了孙权如何保江

东领土及对江南的开发，包括海外交通、经济发展等，其作书的原因在于尝试

立体化孙权的象形。研究三国时期江东一代的有方北辰的《魏晋南朝江东世家

大家族述论》，其认为江南世家对孙吴的政治势力有所影响，分为前、中、后

期对东吴政治带来的局面。 

专注于三国史的有张大可（1940 年）作《三国史》，此书又分为上编和下

编，前者论三国鼎立的形成；后者论三国对峙归一天，再附上《三国志》名篇

讲析和其散论三篇。当中包括分析孙氏兴起、孙权如何立国江南和《吴主传》

讲析。 

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著作如万绳楠（1923 年-1997 年）《魏晋南北朝史论

稿》主要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局的变化，当中提东吴的治国之道，论述吴主

对内外所采用的政策。郑欣（1933 年- 2010 年）《魏晋南北朝史探索》，着重

于论述三国时期自北朝的土地、士族、田制、人口变化。同时郑欣也论孙权的

建国、对江南的开发及孙权的晚年。 

期刊部分则有王永平《孙权“报聘辽东”及其与朝臣之冲突考论——建论

孙权的统一愿望及其实践》，其分析吴国报聘辽东时期孙权的形象，论孙权因

为对士大夫的压制而导致万人至辽东走向绝灭不返。施守全《重评孙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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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以历史唯物主义论孙权在历史的地位，并且用裴注为孙权历史活动的原

始材料，认为孙权开发江南有功，而不能将孙权晚年事迹概括为对孙权的评价。

堪责义《建号帝王之后孙权心理变化之初探》，比较孙权称帝前后的变化，道

出孙权有统一天下之志却贪上帝王的虚荣，而导致称帝后不再如前的明智。 

 

第三节 论文构思 

 

本文次章梳理陈、裴的作书动机。《四库全书》对裴注补阙的内容概为曰

“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

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1裴注的补阙可分为直接补阙和遗漏

补阙，直接补阙指裴在陈书记载不够详细之处，而裴将能见的史料加以补充；

遗漏补阙则指裴在陈遗漏记载之处加以补充，当中又可细分为事件与人物的补

阙。直接与遗漏补阙使裴注与陈书有所异同，再加上裴注的备异、惩妄和论辩

影响后人对三国志人物的看法。同时也简介《吴主传》在《三国志》与《三国

志注》的变化。 

本文将以文献分析及比较法探讨陈、裴记载的异同。首先将孙权称帝前后

分为孙权的前中期与中晚期，这期间再选出陈、裴大量记载的事件。首先是合

肥之战，第一次合肥之战到第二次为止约六年，这期间陈、裴分别为孙权刻画

出东吴不愿向谁称臣，而是有割据江东之心的形象。其次，夷陵之战，本文选

择探讨夷陵之战的原因在于这是孙权称帝前的一场极为重要的战争，其奠定了

                                                           
1详见《三国志·提要》，《四库全书》，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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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自立为王的走向。在夷陵之战之际，孙权为了东吴的利益而游走与蜀、魏

之间，经常派遣使者出使两国。吴国出使的详细记载仅见于裴注，同时在裴注

中更能显现出孙权知人善用的形象。 

称帝前的孙权总被人赞美，但称帝后的孙权常被后人冠上“昏庸”一词，

这些主要是受到裴注的影响。称帝后的孙权一心想扩充领土，而有航海计划。

在这计划中，最让人贬孙权的便是其浪费国家资源遣万人至辽东。到了晚期的

孙权，更是因为其两儿子争夺皇位一事而选择废太子，陈寿对此严厉的批评，

但在裴看来废太子并不是孙权最昏庸的选择。 

  



 

6 
 

第二章 从《三国志》到《三国志注》的《吴主传》 

 

 

此章节将简介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三国志注》，论作书动机与特点。

陈寿资料源于《晋书》；裴松之则源于《宋书》。其次再进一步谈《吴主传》

从《三国志》到《三国志注》的变化。首先陈书的《吴主传》乃记载孙权的生

平事迹，其与《武帝纪》和《先主传》做对比之下明显得知其记载内容与二者

有所不同。其次裴的四大注释内容为《吴主传》增加了许多史料，包括事件前

后因素、人物介绍、两书相证等。裴注对陈书的《吴主传》补阙了孙权的形象、

心态、外交手段和等， 

 

第一节 陈寿《三国志》与《吴主传》 

 

    陈寿（233 年-297 年），字承祚，巴西安汉人，蜀国遗臣。三国时期结束

后，陈寿在张华提拔下被推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房玄龄，

1974：2137）。陈寿曾撰写《蜀相诸葛亮集》，后来撰写魏，蜀、吴史书共六

十五篇，即《三国志》。陈寿由张华荐举，但荀勖嫉恨张华便连带讨厌陈寿，

陈寿后来以养老母和母亲丧事离开政治。直到元康七年（297 年），陈寿病逝，



 

7 
 

范頵上书请皇帝采录《三国志》，《三国志》才得以传世。此外，寿又撰《古

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馀文章传于世。（房玄龄，1974：2138） 

《三国志》乃《魏书》，《吴书》和《蜀书》并合名称。魏与吴国原已有

史官记载，蜀国则由陈寿后来採集史料成书。魏国有王沈官修史《魏书》及鱼

豢私撰的《魏略》，吴国则有韦昭的《吴书》。陈寿编《蜀书》后将其与二者

并列。最后成书之时，《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及《吴书》十卷，全

书共六十五卷。三书原是各别独立的存在，一直到北宋雕板后三书才以《三国

志》并称。 

《吴主传》列于《三国志》四十七卷，《吴书》第二卷。《吴书》第一卷

为其父坚兄策之传，孙权在黄龙元年（229 年）称帝后追封父亲为武烈皇帝，

兄长为长沙恒王（陈寿，1959：1134）。坚策为开国之主，而孙权为建国之主，

因此其载于二者之后。《吴主传》记孙权（182 年-252 年）生平事迹，记载始

于孙权十五岁，卢弼考时为汉献帝建安元年（卢弼，2012：2882），终于孙权

七十一岁逝世。当中的记载包括了孙权如何与蜀吴两国的交流、军事制度、诏

令、战略、对人民的政策如开仓、减税、大赦和等重要记载。 

孙权虽然是三国之主，但《吴主传》与《武帝纪》及《先主传》记载略有

不同。如在《武帝纪》称曹操为太祖，《先主传》称刘备为先主；而《吴主传》

直呼孙权。不仅仅只有称呼，就连用字也另有别意，陈寿以“崩” 和“殂”指

曹操刘备逝世，却以“薨”指孙权逝世，差别于前二者用于帝王逝世而“薨”

则用于诸侯逝世。对于这种现象，钱大昕曰蜀志称先主而不名……吴主权斥其

名，此承祚书法之别也（钱大昕，2004：295）。 



 

8 
 

当时范頵上书称“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

有益风化。”（房玄龄，1974：2138）后人常以“辞多劝诫”为陈寿撰写《三

国志》的目的。此外，文笔简洁是陈寿撰史的特点。《三国志》之简洁，除语

言简练外，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全书前后贯穿，事不重复，见于《魏书》的，

则《蜀书》、《吴书》不重出，见于《蜀书》、《吴书》的也同样处理，又纪

传之间，传与转之间皆不重复（杨耀坤，伍野春著，1998：102）。正因为陈书

文笔简洁及事不重复，后来宋文帝才命裴松之为陈书做补注，而有《三国志

注》。 

 

第二节 裴松之《三国志注》与《吴主传》 

 

    裴松之（372 年-451 年），字世期，南宋史学家。其文武双全，八岁就学

通《论语》和《毛诗》，二十岁时曾拜殿中将军，后来裴松之又曾任过国子博

士。尔后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沈约，

1974：1701）。 

裴松之作注内容记载于《三国志注表》： 

 

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

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

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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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

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

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

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陈寿，

1959：1471） 

 

补阙即在陈书缺少的内容上做补充、备异即保留同事情但有不同记载以备异、

惩妄即裴考证陈书记载并发表观点、论辩即裴注考证后为陈书记载定是非对错，

以上为裴注四大内容。 

《吴主传》中裴注的补阙内容较多，当中又可分为人物及事件的直接补阙

和遗漏补阙，此注可得知其与陈书记载之异同，同时也使孙权的形象更为凸显。

如陈书所不载但裴注记建安九年（204 年）孙权杀沈友的事件便可晓得孙权早

期年轻气盛的心态，当年孙权才二十二岁认定沈友终不为己用、庸臣谗言加上

裴注提大会中沈有有所是非（陈寿，1959：1117）因此将其杀之，这种对孙权

更为详细的描写是陈书中无法看见的。 

经过笔者的统计，裴在《吴主传》中所引之书多达十八本，如《江表传》、

《吴书》、《魏略》和等。《江表传》多为补充孙权更细腻的形象、《吴书》

则是记载孙权对使者的运用、《魏略》则是以敌方的视角看待孙权的人物形象。

最后，裴经过自己的酝酿和思考对孙权和陈的评曰做出评价，此外在《吴主传》

中也通过借引他人之话来评价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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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注表》载“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 （陈寿，

1959：1471），他以广泛的採集资料加入注释中，不仅以补阙和备异的做法符

合了宋文帝命他作注一事，同时在检核各种对三国时期记载的书籍的过程中以

作惩妄、论辩，为注释学开创了新体系。伍野春认为博采群书，广记调查资料

的编纂思想是裴松之对史注体的创新（杨耀坤，伍野春著，1998：236）。裴为

《三国志》大量的採集书籍，而造成今日中那些已亡佚之书被保留于《三国志》

中，但在逯耀东看来保存史料的功绩只是裴注的意外收获，裴注的真正价值不

仅于此（逯耀东，200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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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孙权的前中期 

 

 

本章将探讨从第一次至第二次合肥之战，约六年期间陈、裴的记载。从中

得出二者记载之异同，并如何影响后世。合肥之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208

年），主要导因是曹操得荆州再借师出有名讨伐东吴。孙权不妥协而发生赤壁

之战，孙权打算乘胜追击而主动攻打合肥。当时的孙权仅二十五岁才接手兄业

第八年的他，此战可属于孙权前期又持久的第一场战争。六年的合肥之战，裴

注的补阙有所出入、又能得知其备异的内容并从中深刻孙权的形象。第二次合

肥之战结束四年后，刘备向孙权发起进攻，即夷陵之战。孙权全力抵抗刘备，

同为了避免受到魏的偷袭而向曹丕称藩，本文将探讨陈、裴如何记载魏、吴的

来往，并从裴注中能得知赵咨、浩周和等使者如何帮助吴国免于魏的讨伐。 

 

第一节 合肥之战 

 

陈在《吴主传》中记第一次的合肥之战发生于建安十三年（208 年），第

二次则发生于建安十九年（214 年）之后，这是一场吴、魏争夺合肥之地的战

役。约六年期间曾发生过曹操夺得荆州和刘表军队、赤壁之战及曹操到濡须。

本文以下表显示陈、裴记载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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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陈书 裴注 

建安十三年

（208年） 

曹操得刘表军队，吴臣劝孙

权投降。2 

《江表传》记曹操获八十万军

队。3 

建安十八年

（213年） 

曹操到濡须后退兵。4 《吴历》记孙权乘轻船，曹操下

令不得发弓弩。5 

《魏略》记孙权乘大船，曹操下

令弓弩乱发。6 

建安十九年

（214年） 

孙权等人被张辽所袭，越桥

逃走。7 

《献帝春秋》记张辽错过杀孙权

的时机。8 

《江表传》记孙权得到谷利的帮

助。9 

表一：《吴主传》中陈、裴对合肥之战期间的记载 

         首先，在《吴主传》中无具体记载曹操所获刘表军队的数目，裴以《江表

传》指出“八十万”为此直接补阙，也正因为这数目的军力，而导致吴臣劝孙

权降迎曹操。方北辰认为曹操此举的用意，一是提醒孙权是东汉同时也是曹操

的臣子，二暗示孙权所占领的领域都是非法性质的（方北辰，1991：22），孙

                                                           
2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17 页。 

3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18 页。 

4
同上。 

5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19 页。 

6
 同上。 

7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0 页。 

8
 同上。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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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若不降迎，东吴就会被八十万军队攻下。《江表传》的“八十万”配合陈书

的吴臣劝降，一切看起来非常合理的发展，但在《周瑜传》陈书记曹公得刘表

的水军，船步兵数十万（陈寿，1959：1261）。此外，陈在《诸葛恪传》又记

诸葛恪曾撰文提过“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吞灭诸袁，

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陈寿，1959：1436）。  

从《周瑜传》和《诸葛恪传》得知曹操得荆州时，荆州只有十万军力。依

诸葛恪说法曹操最初率三十万军力来荆州，就算再得到荆州十万军力后，不过

四十万军力，这与裴注所提曹操有“八十万众”的记载有所出入。至于《武帝

纪》中则无记载昔日曹操进军荆州前后的军力，但《资治通鉴》10和《郝氏续后

汉书》11以裴注的曹操有八十万水军为主。晋朝起以魏为正统政权，有二原因，

一晋续魏，二曹丕以禅让的理由继承汉朝。本文认为此后的朝代一贯如此，因

此后人在编三国史时会选择性壮大魏以达制蜀、吴之视角，所以才选择收入裴

注的八十万水军记载。 

当时吴国上下只有周瑜、鲁肃和孙权认为应该抗曹，因此联手刘备在赤壁

上与曹军相遇，大破曹军，此乃闻名的赤壁之战。曹操赤壁战败后撤回北边，

留下曹仁等人在江陵，周瑜被遣攻打江陵，孙权则亲自带军攻合肥，打算左右

包抄并吞曹操部分的领土。这可反映出孙权想要独据江北要地的决心，其想通

过合肥之战开拓合肥东、西、北之地，若成功夺合肥，魏的徐、豫等地将会受

到吴的威胁（王延武，2011：149）。吴魏双方在江陵对持约一年后，曹仁弃城

逃走，但孙权在合肥一个月多都未攻下便撤退了，第一次合肥之战结束。 

                                                           
10
 详见司马迁《资治通鉴》，2089 页 

11
 详见《郝氏续后汉书》卷五十，《四库全书》，445 页。以蜀国为正统，置刘备和刘禅为帝

纪一和二，魏、吴则列于载纪。本文推断其同样收入裴注的八十万为达魏制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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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因孙权不肯投降而导致曹操欲攻打吴国。建安十八年，曹操攻打濡

须时，陈书只记载了曹操感叹孙权军队齐肃所以就退兵了。裴注引了两部记载

此事过程的书，裴先引 

 

《吴历》曰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

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

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

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

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

耳！”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

死，孤不得安。”曹公语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彻军还。（陈寿，

1959：1119） 

 

随后再引《魏略》曰“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

重将覆，权因迴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陈寿，1959：1119）。

濡须一战对孙权极为重要，一振奋士气，二得十余万民（张作耀，2007：166）。

以上能得知主动权在孙权手上，但从两者记载可看出有所不同，《吴历》记孙

权以一艘轻船来观曹军，而曹操下令不得妄发弓弩；《魏略》却记孙权以一艘

大船来观曹军，曹操下令弓弩乱发，最后孙权箭均船平再回去。两者记载显然

有所不同，而这种记载方式被裴称为“备异”，备异的注释方法在裴注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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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同一事物，各家记载有所不同，又或相反，而裴无法定判断，因此皆载，以

备参考。陈寅恪认为裴注中的“备异”是受到合本子注影响（陈寅恪，2009：

161），合本子注即魏晋时期释氏译经说经，注释时收入众家不同的记载12。 

隔年建安十九年，孙权又带军征合肥，引发第二次的合肥之战，但两次的

征合肥依旧失败了。陈记孙权撤兵时兵皆就路，一行人在逍遥津北边被魏将张

辽所袭，最后孙权在部下的保护下才得以乘马越津桥逃走。但往后曹操又攻打

东吴领地，一直到建安二十二年（217 年），曹操同意孙权的归降才停止对东

吴的攻打。 

在第二次的合肥之战，裴注补阙了张辽袭孙权等人的细节以及孙权在谷利

的帮助下安全逃走一事，前者为直接补阙，后者为遗漏补阙。《献帝春秋》载

张辽几次与孙权相遇，张辽不识此人而让孙权顺利逃走，张辽逮到吴人一问才

得知自己错过了杀孙权的机会而感到后悔。张辽问吴人紫鬓将军是何人，鬓指

胡子之意，裴却以“紫”称孙权的面貌。除了增加孙权的神秘色彩以外，“紫”

是帝王所崇尚之色，如顾江萍曾提过古代帝王对紫色有所偏爱，尤其在魏、晋、

南北朝时，紫色更是权贵的象征（顾江萍，2006：68）。此时汉未亡，孙权也

未称帝，但是裴注已经形容孙权拥有帝王面相了。 

其次本文论裴注的谷利乃遗漏补阙，因为谷利在《三国志》中无传，但曾

在孙权的人生中起到两次的关键性作用，皆被裴注于《吴主传》中。第一次是

孙权撤兵被张辽军队偷袭，陈仅记孙权骑马越桥而去，吕思勉称此乃孙权生平

                                                           
12
 也有学者认为裴注与合本子注毫无关系，如周一良认为注释佛经是将各家注释有别的并列起

来做对比，而裴注多为补遗订误，并非字句出入，所以裴注恐怕与佛家的合本子注毫无渊源

（周一良，1991：91）。胡赞同周一良先生的质疑，认为裴注乃补遗订误为主，与合本子注没

关系（胡宝国，20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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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之一役（吕思勉，2008：122），陈却无更详细记载孙权在险境下到底是

如何逃走的。因此，裴引《江表传》曰孙权骑马逃到了津桥但因桥已毁而无法

渡桥，这时谷利在马后要求孙权抓紧马鞍，而其在马后加鞭以助马势（陈寿，

1959：1120），果然马便越过了桥而孙权也因此捡回了一条命，此乃裴第一次

为谷利补阙事迹。 

第二次则是黄武五年（226 年）孙权试新制的船时遇到大风，孙权认为应

该将船开到罗州，谷利却在旁拔刀下令将船驶到樊口否则就将舵手杀掉，船成

功抵达樊口时风势猛烈得船无法控制（陈寿，1959：1133）。谷利不惜抗命仅

仅认为应该保全孙权的性命，而不是让其冒险乘坐着有机会翻覆的船。孙权两

次处于危在旦夕之时都得到谷利的帮助，陈书对此毫无提及，因此裴注补上相

关的记录。同时通过裴注得知，从第二次合肥之战后一直到黄武五年约十二年

间，孙权常把谷利带在身边，裴注衬托出当时吴国君臣之间的关系和孙权爱惜

武将的形象。 

 

第二节 夷陵之战 

 

孙权称帝前为了吴国的利益和生存，经常游走于蜀魏两国之间，上文提过

的赤壁之战是吴、蜀联手抗魏，而夷陵之战则是吴、蜀交战。建安二十四年

（219 年），孙权讨伐并杀死关羽等人，刘备于彰武元年七月（221 年）即吴国

的建安二十六年称帝后第一件事情便是为关羽报仇，其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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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陈寿，1959：890）。此战争发生于夷陵并称为夷陵之战，一直到隔年黄武

元年（222 年）才结束，战争虽然仅维持了一年左右，但最值得关注的不仅仅

只是哪方胜败，而是从陈、裴记载中得知孙权如何在在蜀魏狭缝中得以生存。

陈、裴记载分别如下， 

年份 陈书 裴注 

建安二十六

年（221年） 

遣赵咨使魏。13 《吴书》补阙赵咨生平和建议孙

权自立发展。14 

遣沈珩陈谢。15 《吴书》补阙沈珩生平和与曹丕

对答。16 

无 《江表传》记吴臣反对曹丕贡品

要求，但孙权应之。17 

黄 武 元 年

（222年） 

刘备奔走，仅以身免。18 《吴历》记孙权破蜀后献贡品。

19 

《魏书》记曹丕书信孙权。20 

曹丕提三公上奏及议者怪 《魏略》补阙魏三公上奏内容。

22 

                                                           
13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1 页。 

14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3 页。 

15
 同上。 

16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4 页。 

17
 同上。 

18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5 页。 

19
 同上。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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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21
 

浩周口陈指麾。23 《魏略》补阙浩周生平及孙权使

浩周深信其诚心。24 

始復通也。25 《江表传》记孙权回复刘备书

信。26 

《吴书》补阙郑泉生平及出使蜀

国。27 

表二：《吴主传》中陈、裴对夷陵之战期间的记载 

陈书记刘备东征，孙权曾求合但刘备不肯答应并帅军至巫山、秭归，孙权

命陆逊、朱然、潘璋等人去抵抗。孙权再转身向曹丕称藩，此举用意于防止吴

国同时受到魏、蜀的攻击。孙权称藩非消极而是积极的，目的是为了麻痹魏国，

以便赢得时间与蜀决战（张大可，2013：151）。 

孙权称藩后，赵咨乃第一位出使魏国的使者。赵咨对吴国的贡献极大，但

仅见于裴注。裴记赵咨多次出使魏国后，意识到曹丕有征吴之意，认为魏吴之

间的盟约可能不能长久，因此建议孙权吴国应独立发展，孙权采之（陈寿，

1959：1123）。裴注直接补阙赵咨资料的原因在于，除了陈寿记载不够详细以

外，赵咨是吴国发展走向的重要角色之一。当时孙权接纳赵咨建议后，第一个

举动便是改年号，“黄武”是吴国第一个年号，当时魏年号为“黄初”，蜀年

                                                                                                                                                                      
22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6 页。 

21
 同上。 

23
 同上。 

24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7 页。 

25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6 页。 

26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9 页。 

27
同上。 



 

19 
 

号为“章武”，孙权似乎有意并吞魏蜀而取魏“黄”、蜀“武”，并立年号为

“黄武”，从此便能观其野心之大。听取赵咨建议后，孙权曾立太子、继续假

意向魏国称藩、与魏交战、断绝来往、与蜀重新结盟，直到黄龙元年（229 年）

孙权称帝，走向三国鼎立的局面。不仅仅有诸葛亮与鲁肃等谋士作为推手，使

者赵咨也算是这局面的推手之一。 

后来魏国以封侯的借口要求孙登到魏国当人质，沈珩被遣出使魏国陈谢封

侯。赵咨和沈珩同样出使魏国，但在陈书中无多加记载，主要取于裴注。陈书

仅载沈珩陈谢，但沈珩到魏国的主要任务是处理人质一事，陈对此却无记载，

因此裴注补阙出使过程。《吴书》记曹丕问沈珩孙登是否入魏，沈珩说自己不

参与朝会和宴会所以不得而知。沈珩巧妙地为吴国拖延了人质的问题，此外，

其还向孙权提出整顿军队、补充军粮、善待兵将、招揽人才等的建议才能与魏

抵抗。同时，裴注记曹丕要求吴国献上珍贵的贡品，如明珠、象牙等，引起吴

臣不满。孙权认为若能以珍物换取全力对付刘备，而无需担忧受到魏的袭击，

乃上策之计因此应曹丕的要求。虽然魏、吴来往的详细记载仅见于裴注，但能

从中得知吴国上下并非真心向魏称臣，孙权选择称藩仅仅为了可以更专注于西

北的抵御。 

夷陵之战到了黄武元年（222 年）陆逊攻破蜀军，夷陵之战到此结束，但

陈书仅用八字叙述蜀军被破后的情节。裴为此补阙两个视角。一引《吴历》记

孙权将战利品献于魏，而魏国回礼其中包括魏文帝的《典论》和诗赋，二以

《魏书》补充曹丕的诏书，内容为大骂刘备乃摇动江东理应被讨伐的人。从裴

的两条补阙来看，此时虽然孙权尚未将孙登送到魏国当人质，但吴、魏两国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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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保持来往之交。蜀军刚破，吴军未来得及整顿，加上人质一事依旧无下落，

孙权刚送走了蜀却又引来了魏国讨伐。 

此时，由于孙登尚未到魏国当人质，使魏国有所不满。陈书记曹丕谴责孙

权的书信中提到魏三公上奏并且“议者怪之”后来又有浩周曾替孙权说好话

（陈寿，1959：1126），裴直接补阙详细的内容和过程。 

裴注记魏三公上奏的内容，要求曹丕讨伐孙权，甚至指出孙权并不是真心

效忠于魏，并说昔日九黎乱德，项羽有十罪，孙权则有十五罪，魏必须进军讨

伐，但裴因其十五条文多不载（陈寿，1959：1127）而使后世无法得知十五条

文的详情。从裴注得知，魏臣将孙权比喻为九黎和项羽，甚至比项羽的罪来得

多。关于九黎的最早记载见于《国语》，“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

（徐元诰，2002：514）。传说九黎是一个以蚩尤为首的部落，因为乱德而导致

社会问题最后被炎帝和黄帝打败。其次楚汉之争，刘邦胜而有汉朝也被歌颂，

作为败者的项羽则被汉朝唾弃。三国继承汉，魏三公上奏要讨伐孙权时提及项

羽的十条罪，此乃当初刘邦指出项羽的不忠不义之罪，之后就被项羽埋伏而中

箭重伤。魏三公指责孙权有十五罪，比项羽更多，更应该被讨伐否则将来会成

为魏国的威胁。从裴注得知，魏臣视孙权如同历史中被唾弃的历史人物，魏臣

谈华夏之祖再到汉高祖的经历，铺叙其认为孙权不但不忠不义更会在将来让魏

国陷入危机因此执意讨伐吴国。 

裴注更加深孙权的险境，吴国面对的不仅仅是“议者怪之”那么简单，而

是将被魏灭国的威胁。魏臣们也并非一面倒的支持曹丕讨伐孙权，一位叫浩周

的魏国使者，但若只看陈书记载便无法得知为何浩周作为魏臣会替孙权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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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注的内容包括孙权诉说孙登年幼未婚，加上要让孙登受礼义之教才适合到魏

受封。接着又说十二月便会派遣孙登到魏国，孙权以这些为理由说服浩周，吴

国是诚心与魏国结盟，这导致浩周深信不疑。回国后也一直说服曹丕无须举兵

征吴。浩周无形中为吴国解除了被袭的忧患，而“人质”的问题也成功被拖延

一直到吴国撑过了夷陵之战。由于浩周的原因导致曹丕一直未能讨伐吴国，最

后吴、蜀谈和再与魏决裂，日本学者金文京因此称浩周为“不称职的外交官”

（金文京，2014：167）。 

十二月，陈书载孙权派郑泉拜见刘备并表示恢复友好，到了隔年吴、魏的

来往正式结束。吴、蜀两国在夷陵之战后恢复通好关系，《江表传》载孙权书

信刘备“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也”（陈寿，1959：1129），从此能得知

孙权不再认同魏代汉的正统性。当时由郑泉出使蜀国，裴注记郑泉拥有直率的

性格，即便在众人面前也可做到直谏孙权。刘备问郑泉，孙权为何不回复其书

信，郑泉答刘备急于称帝有负天下人的期望所以孙权才未有回信，刘备惭愧。

后来吴、蜀才恢复了书信来往。从夷陵之战到吴、蜀通好的时间非常短促，郑

泉在两国的过渡期中扮演了关键性的人物才使得两国恢复关系。两国先是敌对

的关系，突然就联盟了，当中是哪方先求和的问题若看陈书，记权遣郑泉聘刘

备。但从裴注能得知孙权先得到刘备书信才回信，其次郑泉到蜀前，孙权已收

到求和的书信。裴松之引《江表传》和《吴书》两条史料，明显含有澄清史实

之用意（方北辰，1989：111） 

从赵咨、沈珩到郑泉同样是使者的身份，裴松之皆从《吴书》得到他们的

生平事迹及对孙权的贡献。同时，裴注中的赵咨、沈珩不是博闻多识，应对辩

捷（陈寿，1959:1123）就是有智谋，能专对（陈寿，1959：1124），而出使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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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郑泉虽博学有奇志却嗜酒（陈寿，1959：1129）。从中能得知孙权有意将

善于对答的知识分子遣到魏国，就如赵咨以《管子》之语与曹丕对答，沈珩则

善《春秋》内、外传，两者就是为了符合魏国的建安文学风气以便取得曹丕的

信任。至于蜀国并不盛行文学风气，但更看重军事，因此孙权将性格直率的郑

泉派到蜀国。其次在裴注中能得知赵咨和沈珩到魏国时是被曹丕压迫的，但到

了郑泉出使蜀国是一种可有商量余地的地位。夷陵之战从开始到结束，裴注中

吴国使者的表现能让我们得知吴国从向魏称藩以上下之分到与蜀平起平坐的联

盟地位之差。张大可称孙权是一流的外交家，可以在不失东吴的前提下，灵活

的外交策略，在历史关头中做出的决定而导致三国鼎立的局面（张大可，2013：

149）。裴注到此任然是以补充陈书的内容为主，直到孙权的中晚期起，裴开始

以自己的看法对待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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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孙权的中晚期 

 

 

本文将陵之战后的记载列为孙权的中晚期，夷陵之战结束时孙权已经四十

岁，此战奠定了孙权东吴的地位，一直到其称帝时已四十八岁。孙权七十一岁

逝世前，《吴主传》中辽东的记载最为值得关注，因此本文将孙权航海辽东的

计划列于孙权的中晚期。最后，孙权晚年时发生二宫之争而选择废太子，这引

起陈、裴不同的评价，陈批评孙权乃亡国之人，但裴反驳陈对孙权的评价。本

文将通过二宫之争探析裴松之如何看待陈寿的评价，是否一昧的反驳，又或有

认可陈的某些评价。裴不再如前文，以补阙和备异补充陈书内容，而是将个人

看法融入历史事件中。 

 

第一节 航海辽东 

 

夷陵之战后，最值得关注的是陈、裴同时拥有孙权派人航海至辽东的记录。

从前文提过裴注谷利事件中能得知孙权正在制新船，笔者推断其目的除了用于

打战以外还打算利用海路与魏、蜀以外的国家进行结盟。金文京也指出孙权的

计划是在西边与蜀、北边与公孙氏同盟，然后从南、北、西三方对魏进行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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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京，2014：152）。下表显示陈书中孙权称帝后五次航海的记录，而裴注

对孙权航海的记载始于嘉禾二年。 

年份 陈书 裴注 

黄 武 元 年

（229年） 

五月，派张刚、管笃出使辽东，

未果。28 

无 

黄 龙 二 年

（230年） 

一月，孙权又派人航海到夷洲29

和亶洲。30 

无 

嘉 禾 元 年

（232年） 

三月，航海出使辽东。十二月辽

东向孙权称藩。31 

无 

嘉 禾 二 年

（233年） 

三月，孙权遣万人至辽东，公孙

渊杀吴使者献于魏。32 

《江表传》孙权封公孙渊为

燕王。33 

裴评价万人至辽东一事。34 

《江表传》孙权称公孙渊为

鼠子。35 

《吴书》秦旦、张羣意外到

                                                           
28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34 页。 

29
 夷洲今台湾，见于《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1996：3-4）。 

30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36 页。 

31
 同上。 

32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38 页。 

33
 同上。 

34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39 页。 

3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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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
36
 

赤 乌 二 年

（239年） 

三月，其派遣孙怡等人到辽东袭

退并俘获魏将兵。37 

《文士传》郑冑抵达辽东

时，已被魏所破。38 

表三：《吴主传》中陈、裴对孙权航海的记载 

孙权的航海计划在第一次到辽东，虽然未果，却未放弃其海路计划。第二

次航海记录，陈书记孙权派人航海到夷洲和亶洲。这被认为是中国和台湾经济

文化交流的最早历史记载（施守全，1981：30）。 

笔者大胆假设到夷洲和亶洲有两个原因，一如史料记载的其为寻长生不死

之药，二为了寻找新结盟。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能得知吴国的北上

属于魏国领地，辽东位于魏的东北方向，要与辽东结盟并不能通过陆地抵达，

换句话说孙权若要与辽东结盟只能通过海路实践。在第一次航海辽东未果后，

孙权决定往反方向航海——东南的海路寻找新的结盟。孙权无法在陆上发展而

开始倾向在海上寻求结盟的原因是，当时北上的魏国已经巩固下来，国大土大

军力多；西边的蜀国虽然领土较小，但那时期的诸葛亮已南征。孙权敌不过魏，

与蜀又是盟友的状况下，要增强吴国势力唯有把脑筋动到海路计划上。但第二

次航海也不如意，直到第三次航海总算有点结果。第四次便遣万人到辽东，公

孙渊却杀了吴国使者献于魏，航海之路又告一段落。 

公孙渊原是魏国封的辽东太守，后来向孙权称藩，孙权封其为燕王。公孙

渊一下子从太守的身份被升到燕王，担心自己会引来魏国的讨伐加上吴国离辽

                                                           
36
 同上。 

37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43 页。 

38
 同上。 



 

26 
 

东太远，若真的被魏国攻打，吴国恐怕帮不上，因此其将吴国一行人斩首扣押。

公孙渊突然向孙权称潘，又突然杀吴国使者的原因在于渊与吴频密来往后受到

了魏的强烈压力，对渊带来一定的震撼（王永平，2004：123）所以才杀吴使者

以断绝来往，公孙渊的反悔惹怒孙权， 

称帝后的孙权虚荣心随日膨胀，尤其是辽东第一个向其称藩后，派出了一

万人到辽东，以隆重犒赏辽东的方式彰显自己的天子威仪，而遭到辽东背叛后

认为严重挫伤君威（堪责义，2017：98）。在裴注中能得知，被背叛后，孙权

称公孙渊为鼠子，更说出要斩公孙渊之首抛入海中。孙权怒得想亲征辽东因为

不仅是被公孙渊愚弄，更是因为他统一天下的希望突然被破灭（方北辰，1991：

34）。从此能得知当时孙权不仅没有反思自己不听臣子劝告，反而迁怒于公孙

渊（张大可、谭良啸主编，1992：247）因此认为若不讨伐辽东，自己则无颜面

面对国家，但孙权的海征辽东终被劝止。 

裴对孙权航海辽东一事曾评价到“臣松以为权愎谏违众，信渊意了，非有

攻伐之规，重复之虑。宣达锡命，乃用万人，是何不爱其民，昏虐之甚乎？此

役也，非惟闇塞，实为无道”（陈寿，1959：1139）裴极度不认同孙权航海辽

东。一，孙权不听臣子的谏言，二，认为送辽东的珍品源自于人民，兵将也源

自于人民，此实在伤民之举。根据孙权过往的决定，又或整部《吴主传》来说，

裴并没有对任何史事做出自述评论，唯有辽东一事给了孙权负面的评价，并冠

上昏虐的形容。 

自此后人对辽东一事的评价多为贬义，如孙权刚愎自用（王仲荦，1979：

110）、失策、昏虐、无道从此开始（王永平，2005：86）、孙权利令智昏更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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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使者及万人性命（张作耀，2007：313-315）、孙权好大喜功（张大可，2013：

157）、帝王虚荣心膨胀（谌责义，2017：98）。本文认为后人是受到裴注的影

响，而对孙权航海辽东一事赋予负面评价，原因在于陈记中孙权曾遣卫温、诸

葛直带万人浮海夷洲和亶洲（陈寿，1959：1136），同样也遭到臣子的谏言。

《陆逊传》载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衆

（陈寿，1959：1350），《全琮传》载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

岸之兵，以兾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陈寿，1959：1383）。甚至一行人从

夷洲和亶洲回来后，孙权以违诏无功杀了卫温、诸葛直。航海夷、亶洲甚至比

遣万人到辽东还早发生，同样受到吴臣反对和损失军力，但后人却认为辽东一

事乃孙权中晚期昏庸的开始，这当中的原因是裴为辽东之事赋予了自述评价。 

陈书仅记万人将兵中包括张弥、许晏和贺达；裴注引《吴书》记公孙渊将

一行人分别安置于辽东其他地方，当中包括秦旦、张羣、杜德和黄疆被安置在

辽东北部的玄菟郡，从《中国历史地图集》能见玄菟郡的不远处便是高句丽。

四人在玄菟郡呆了四十多日后，决定逃回东吴，最后秦旦和黄疆逃到了高句丽。

四人在高句丽的的保护下成功回到吴国，同时高句丽向孙权奉表称臣，贡貂皮

千枚，鹖鸡皮十具（陈寿，1959：1140）。 

裴为吴国出使者补阙了下落同时也为孙权补上高句丽称臣的意外收获。但

这场意外的收获并不长久，裴注又记隔年孙权遣谢宏等人出使高句丽，但高句

丽被魏国威胁要求捉拿吴国使者，谢宏知道后，闯入高句丽宫中，捉了三十多

人当人质，高句丽只好妥协，将使者们送回吴国。是时宏船小，载马八十匹而

还（陈寿，1959：1140）。此后，裴注再也无高句丽的相关记录。在陈记《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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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传》时毫无提及高句丽，只能通过裴注得知高句丽与吴国有过来往，因此属

于遗漏补阙。 

公孙渊在嘉禾二年（233 年）杀吴国使者并与吴国决裂，嘉禾六年（237 年）

自立为王，在赤乌元年（238 年）六月被魏国讨伐，公孙渊向孙权求助。但根

据陈书记载，孙权每年只能在三月航海辽东，孙权出兵救公孙渊时已经是赤乌

二年（239 年）三月的事情了。裴记孙权遣郑冑救公孙渊，但抵达时辽东已被

魏所破。 

陈、裴在《吴主传》中对辽东之事的记载到此为止，同时也意味着孙权的

航海计划正式结束。通过航海辽东一事，能得知后人受到裴注的影响，而对孙

权航海辽东之事给予贬义的评价，同时通过裴注能得知孙权与高句丽有过短暂

的来往。虽然说高句丽是一场意外又短暂的收获，但若仅看无裴注的《吴主

传》，我们对于孙权与高句丽之间的渊源根本一无所知。同时能明白孙权航海

计划并不成功是因为魏国在旁捣局，威胁了辽东再威胁高句丽，使孙权大损兵

力又灭统一的理想。 

 

第二节 两宫之争  

 

孙权长子登、次子虑、三子和、四子霸。孙权在位期间太子原为孙登，但

赤乌四年（241 年）孙登病逝，隔年立孙和为太子。孙和为太子之时孙霸心有

不忿，导致吴臣被分为两派，史称两宫之争，最后赤乌十三年（250 年）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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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废太子杀孙霸改立幼子孙亮为太子才停止这场斗争，两年后孙权逝世。本

文通过此事看待陈对孙权的评价，及搜集裴对孙权的评价。 

陈书 裴注 

称孙权有勾践之英，善用人才，晚年

多嫌疑，废太子一事导致亡国开始。39 

引孙盛批评孙权服从于魏一事。40 

《傅子》比较孙策与孙权的谋略。41 

引孙盛批评晚年信鬼神。42 

反驳陈寿批评孙权为亡国之主。43 

表四：《吴主传》中陈、裴对孙权的评价 

首先，就如在本文第二章中提过陈寿在曹操、刘备和孙权的传中分别用上

不同的写作手法，这种现象或许与陈寿身世有关。陈寿乃蜀遗臣之后为晋臣，

晋的前身乃魏，从此看来陈寿与吴国毫无关系，因此在批评吴国之事时可毫无

避讳。其评曰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

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

                                                           
39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49 页。 

40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23 页。 

41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49 页。 

42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48 页。 

43
详见陈寿《三国志·吴主传》，1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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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冀于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

未必不由此也。（陈寿，1959：1149） 

 

比起曹操44与刘备45的评价更直接明了，也不如曹刘二者的全文赞美，反而是褒

贬皆有。前文赞美孙权的容忍及用人之术，更以勾践形容孙权的性格，这里仅

用于称赞孙权前中期，如夷陵之战之时其向魏称藩之举，用赵咨、沈珩和浩周

与魏国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同时拖延魏国的人质要挟。孙权把吴国推到了顶峰时

期，其游走与魏蜀之间并奠定了东吴地位，但陈认为吴国的衰弱甚至到灭亡也

是孙权一手造成的。陈的后文批评孙权晚年多疑，又常常轻率出征。最后陈寿

最为批评的是孙权废太子及杀孙霸一事，认为吴国走向灭亡是从此开始。 

虽然陈的评价已建立起孙权的历史地位，但裴却不是抱持着全盘承认的态

度。首先陈以勾践赞美孙权的忍辱之气，但裴却不那么认为。对于孙权的的忍

辱，裴借引孙盛之话批评孙权， 

 

                                                           
44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陈评曰：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眎四州，疆盛莫敌。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擥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

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陈寿，1959：55）。 

45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陈评曰：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

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

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陈寿，195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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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盛曰“昔伯夷、叔齐不屈有周，鲁仲连不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犹义

不辱，况列国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节，或臣或否乎？余观吴、蜀，

咸称奉汉，至於汉代，莫能固秉臣节，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后，卒见

吞於大国也。向使权从羣臣之议，终身称汉将，岂不义悲六合，仁感百世

哉！”（陈寿，1959：1123） 

 

孙盛批评孙权服从于魏一事，认为孙权应像伯夷他们一样，为汉代忠臣而非向

魏称潘，有违作为汉将的礼节。孙权称潘之时，众臣认为吴与魏是同等地位不

应该受到魏的奉封，对吴国来说是一种耻辱，裴也认同这种状况因此引孙盛这

番话评价孙权的决定。 

其次，裴承认孙权的才能，其以傅玄撰《傅子》评价孙权的一生。通过与

孙策的比较，带出孙权建国的才能。 

 

《傅子》曰：孙策为人明果独断，勇盖天下，以父坚战死，少而合其兵将

以报雠，转鬭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及权继其业，

有张子布以为腹心，有陆议、诸葛瑾、步骘以为股肱，有吕范、朱然以为

爪牙，分任授职，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陈寿，

1959：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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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论吴国的建国基础，孙策为开国之主，孙权为建国之主，同时还将两者做比

较。其曰孙策以兵将为父亲报仇，诛杀江南名豪；孙权以用人之术安定江南，

亲近及给予官职如张子布即张昭、陆议等人。孙权与孙策的差别在于孙权可以

“乘间伺隙，兵不妄动”。权不如孙策以兵将到处镇压，反而是以官职安抚江

南之人。同时“乘间伺隙”几乎论述了孙权的建国之路，其在蜀、魏之间的游

走，在最佳时机做出最有利于吴国的选择，造就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再者陈批评晚年的孙权多疑又轻率，陈书记废太子杀孙霸后开始信鬼神。

孙权在位五十多年也仅建过一次宫殿，即太初宫。裴注记建太初宫的原因是原

本的宫殿已陈旧恐不堪用。孙权却在太元元年（251 年）浪费资源及人民为一

位名为王表的神人建宅送酒食，因信鬼神而引孙盛之话批评此事。 

 

孙盛曰“盛闻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权年老志衰，谗臣

在侧，废适立庶，以妾为妻，可谓多凉德矣。而伪设符命，求福妖邪，

将亡之兆，不亦显乎！”（陈寿，1959：1148） 

 

孙权晚年时不如前的用人之术，还开始信神鬼浪费国家资源，糊涂至极。

本文认为孙权信鬼神的源头在其派万人航海到夷洲和亶洲找仙药，一直到晚年

开始认为地震和白虎46的出现都是天对其做出某种警告，甚至相信“神人”的话。

再者孙权在位之际共有六个年号，分别为黄武、黄龙、嘉禾、赤乌、太元、神

                                                           
46
 陈寿记赤乌十一年（248 年），吴国连续地震，下冰雹和出现白虎，孙权认为这是天对他及

吴国臣子们做出一种警告，要臣子做好本分帮助君王巩固国家地位（陈寿，1959：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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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堪责义认为国号的趋势从国计民生转向迷信，赤乌以后的年号不再有政治

进取意义（堪责义，2017：99）。孙权这些信鬼神的举动，引得孙盛评孙权

“老志衰”。 

最后裴针对陈评价孙权为亡国之人做出反驳，裴曰 

 

臣松之以为孙权横废无罪之子，虽为兆乱，然国之倾覆，自由暴皓。

若权不废和，皓为世适，终至灭亡，有何異哉？此则衰国由于昏虐，

不在于废黜也。设使亮保国祚，休不早死，则皓不得立，皓不得立，

则吴不亡矣（陈寿，1959：1149）  

 

裴认为孙权废太子并不是直接导致吴国的灭亡，真正的原因在于孙皓的暴虐。

孙皓乃孙和之子，陈书记皓继位后麤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陈

寿，1959：1163），加上其滥杀吴国臣子才导致吴国政治根基动摇而灭亡。裴

认为若孙权不废太子孙和，吴国大权最终还是落于孙皓手中，只有不落在孙皓

手上，吴国便不会灭亡。在此之前的裴注几乎都是为了补阙陈书所缺的史事，

但此注有所不同。其对陈的评价发表观点，认为吴国衰亡的主要原因并非孙权

而是孙皓，此符合裴注的惩妄；再则其一步一步的推论，进一步说明陈的错误

评价，裴曰若当初孙权不废孙和，吴国最终还是由孙皓接手，此乃裴注的论辩。 

综上所述，本文搜集了《吴主传》中裴松之对孙权的评价，探讨裴松之如

何回应陈寿对孙权的评价。陈赞扬孙权忍辱之气；裴却不以为然，但对于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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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方面，陈裴同时赞许的。此外，陈指斥孙权晚年的多疑轻率，裴以信鬼神

一事论证此事，最后陈指出孙权晚年的个性是吴国灭亡的预兆；裴却以推论的

方式反驳陈寿的观点。孙权称帝前，裴注以补充史事为主，本文尽其所能的考

证陈、裴记载的异同。称帝后，能从裴注中看见其注释已经加入了个人的看法，

除了重新塑造孙权的历史形象同时也论证着陈对孙权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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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在合肥之战中后世为了达到美化曹操的目的而收裴注的八十万

军力记载。合肥之战期间，裴因无法判断两书不同的记载所以皆收入，后人称

之为“合本之注”。第二次合肥之战结束后，裴为一位叫谷利的武将补阙的生

平事迹及对孙权的作用。其次，从陈、裴记载中能得知孙权在夷陵之战时的策

略。在两者相较之下，裴注更为详细。尤其是在孙权用人之术的形象刻画，从

裴注中能总结出孙权刻意将善于对答的知识分子出使到魏国，而蜀国则不然。

中晚期后的孙权，因为辽东一事而被世人称为昏庸的开始，但在其航海辽东之

前也发生过相似的事件，却未获得任何评价。这一切因为裴松之为航海辽东之

事赋予了自述评价，导致后人深受影响。孙权晚期时，遇上了两儿子为争皇位

而决定废太子杀儿子，此举受到陈寿严厉的批评。陈寿除了批评孙权以外，也

赞美了孙权忍辱的性格，但在裴松之看来并非如此。裴以自己的判断看待陈寿

对孙权的评价，有认同之处也有否定之处。陈寿的记载，配合上裴松之作注的

四个原则，为孙权定下了历史形象。 

本文认为除了孙权以外，其他三国人物的形象也受到裴注的影响，未来尚

可发展此视角。又或探讨从晋朝至近代孙权的形象的变化，又或同一个朝代中

对孙权所有褒贬的原因。“三国”命题的学术可涉及到史学、文学、思想和等，

范围极为广阔同时也充满着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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